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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绪灵活性是个体依据情境动态调整情绪反应的核心能力。以往研究多聚焦情绪调节策略的增益效

应及其主动性加工机制, 却忽视了在加工启动之前以及加工过程中, 各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情绪灵活性

的影响。本研究从前端因素(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和加工过程中因素(认知成分、情境特征、刺激特征)及其联

合作用视角, 构建情绪灵活性的影响机制整合模型。该模型揭示了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能够相互作用成为情

绪灵活性的重要前端因子：家庭与社会作为环境因素塑造了个体的人格与心理资本, 人格与心理资本又帮助

个体认识和理解复杂情境, 在这种循环式的交互作用下, 个体的情绪灵活性得到发展。并且, 个体的认知、情

境与情绪刺激特征作为加工过程中的因素, 共同作用于情绪灵活性的加工。本研究不仅完善了情绪灵活性的

影响机制研究框架, 也为家庭与社会协同培养个体情绪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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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古语有云：“心随境转”, 意指人的心情会

随环境变迁而发生变化。在心理学研究中, 这种

个体根据情境变化调整自身情绪反应的能力被称

为情绪灵活性(Kauschke et al., 2019)。Beshai 等人

(2018)将情绪灵活性定义为能够以与情境相适应

的情绪方式做出反应, 并在情境变化时从初始情

绪反应中恢复的能力。可见, 其情绪灵活性的定

义包含两个核心维度 , 即情境适配性和恢复能

力。另有研究者进一步明确了情绪灵活性概念的

核心内涵, 认为其指的是个体在面对情绪体验时, 

保持对当下经验的开放和觉察, 并根据情境需求, 

灵活地采用或切换调节策略以适应情境, 以服务

于个人的长期价值和目标(Biró et al., 2022)。综合

来看, 情绪灵活性是一种基础且广泛的情绪特质

及能力 , 指个体对自身和他人情绪的感知开放

性、反应适应性、表征多样性, 以及在不同情绪

情境中灵活切换情绪加工模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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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情绪灵活性类似的概念有情绪调节、情绪

调节灵活性和涉及情绪的认知灵活性。首先, 情

绪调节与情绪灵活性之间存在区别与联系。情绪

调节指的是个体为了达到目标, 对自身情绪产生

影响的具体过程和行为, 包括产生、体验和表达

情绪的各个方面, 它关注调节行为本身, 是一个

动态过程(Gross, 2015)。因此情绪调节是具体的行

为过程, 聚焦于策略的执行与运用, 而情绪灵活

性则侧重于情绪系统的整体适应性, 这是二者的

区别; 而二者之间的核心联系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情绪调节是情绪灵活性的重要行为载体, 情

绪灵活性的适应性特征最终需通过具体的情绪调

节行为落地, 情绪调节的效果是衡量情绪灵活性

的重要外在指标; 二是情绪调节的相关研究为情

绪灵活性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实证基础与理论参考, 

现有情绪灵活性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 其认知机

制、情境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实证证据相对有限 , 

而情绪调节作为情绪心理学的经典研究领域, 已

形成完善的理论框架、成熟的研究范式与丰富的

实证成果, 且二者在情境适配性、策略多样性、

认知控制参与等核心理论内核上高度相通。基于

此, 本研究在梳理情绪灵活性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合理引用情绪调节领域的经典与前沿实证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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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引用均聚焦于二者相通的理论内核与认知机

制, 并非将二者等同, 而是以情绪调节的成熟研

究为支撑, 进一步丰富与完善情绪灵活性的理论

与实证体系, 为构建情绪灵活性的认知模型提供

更坚实的证据基础。其次, 情绪调节灵活性与情

绪灵活性概念之间存在区别与联系。情绪调节灵

活性是个体管理和改变自己情绪反应的内在潜能

和技能水平, 它关注个体所具备的调节策略的广

度和深度 , 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人特质 (王小琴 

等, 2023)。较情绪灵活性而言, 情绪调节灵活性广

度更小, 属于情绪调节环节的专项能力, 焦点是

情绪调节策略的灵活性, 作用于应用层级, 是情

绪调节的高阶技能; 而情绪灵活性广度更大, 属

于情绪系统的整体适应性, 焦点是情绪加工模式

的灵活性, 作用于基础层级, 是情绪适应性的核

心特质。然而, 基于情绪调节灵活性的本质是作

为情绪调节的重要专项能力, 其与情绪灵活性之

间的关联也基于情绪调节而产生, 同样可以作为

情绪灵活性的外在指标, 且为情绪灵活性研究提

供了关键的实证基础与理论参考。涉及情绪的认

知灵活性则指的是在情绪情境下, 个体认知系统

的灵活转换能力, 它是情绪灵活性的一个核心子

成分, 但主要局限于认知层面(郑凯莉 等, 2025)。

可见, 情绪灵活性不是简单的情绪调节, 也不仅

是涉及情绪情境下的认知转换, 它是个体与内在

情绪体验完全接触的情况下, 能够充分地活在当

下 , 并依据当下的情境和个人的长期价值方向 , 

坚持或改变行为的综合能力。它的核心是情境性

的、功能性的和心理空间性的。近 20 年来, 情绪

灵活性作为个体情绪适应的重要概念, 其价值日

益凸显, 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它对人类身心健康

的重要影响。已有研究证实, 情绪灵活性对临床

抑郁症状个体的康复进程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Rottenberg et al.,2005); 同时 , 它也是抵御精神

疾病与心理障碍发生的关键保护因素(Kashdan & 

Rottenberg, 2010)。 

随着情绪灵活性的价值逐渐受到重视, 基于

对情绪灵活性本质的理解, 研究者们相继提出相

关的理论模型。Bonanno 和 Burton (2013)的三因

素模型认为情绪灵活性主要由情境敏感性、策略

有效性和反馈反应性这三个关键要素构成 ; 

Hollenstein 等人(2013)的三水平模型从时间维度

将情绪灵活性划分为底层的动态灵活性(稳定情

境中的微小情绪波动)、中间的反应灵活性(情境变

化时切换情绪调节策略)以及顶层的发展灵活性

(情绪状态伴随人生阶段的变化而变化)这三个层

次; Cheng 等人(2014)的综合模型从时间序列的角

度, 将情绪灵活性的认知过程划分为计划选择策

略、执行策略和反馈策略有效性三个关键阶段 , 

用以描述情绪调节的动态过程。从上述情绪灵活

性的经典理论模型来看, 研究者们的问题聚焦于

对情绪灵活性过程机制的描述与解释, 并且将情

绪调节策略作为核心的线索来揭示情绪灵活性如

何进行加工。因此存在三类问题待进一步探索：

首先是仅探讨了情绪灵活性加工过程中所受的影

响, 未能涉及情绪灵活性加工之前即前端因素的

作用; 其次是以情绪调节策略作为情绪灵活性的

核心, 忽视了情境的作用, 然而从情绪灵活性的

内涵来看 , 情境是情绪灵活性的重要驱动因子 ; 

最后是未能将不同时间与空间维度的因子整合起

来, 情绪灵活性受到的影响不仅发生在个体当下

所在的情境和不同人生阶段中, 也产生于更广泛

的社会、家庭空间中, 且来自这些空间中的其他

人, 例如父母。为了进一步探究上述问题, 本研究

通过关注情绪灵活性加工前和加工过程中的影响

因素, 采用更广阔的时间(大尺度：个人毕生发展; 

小尺度：某情境下某刺激的瞬时加工)与空间(社

会、家庭、情境)尺度, 试图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

情绪灵活性影响机制整合模型。 

基于人类发展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 Evans, 2000), 个体发展的核心引擎是个人因素

与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且这种相互作用一

般会持续较长时间。情绪灵活性, 作为支撑个体

毕生发展的一项基本能力, 其萌芽和锻造的过程

必然受到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探讨情绪灵活性影响机制的相

关研究, 在已有的实证研究基础上, 从个体因素

和环境因素两个层面因子对情绪灵活性的影响进

行分析, 并结合情绪灵活性加工过程, 结合情绪

灵活性加工之前和加工过程中因素的综合作用 , 

由此构建情绪灵活性的影响机制整合模型。本研

究的核心价值在于：一方面能够在更广阔的时空

尺度下揭示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如何动态塑造情

绪灵活性的内在规律; 另一方面可以基于此规律

为教育实践与临床医疗提供理论指导—在教育场

景中, 为家庭、学校与社会协同培养个体情绪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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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提供具体路径; 在医疗场景中, 则为预防和

治疗因情绪灵活性缺损引发的心理障碍与精神疾

病提供实践依据。 

2  情绪灵活性的前端因子 

2.1  前端个人因素 

目前从个体层面探讨情绪灵活性前因的研究

主要揭示了人格特质及心理资本对情绪灵活性的

塑造与影响。尽管心理资本可归属于人格特质范

畴, 但其积极属性使其与情绪灵活性的关联更为

稳定且关键。现有研究对二者关系的探讨, 无论

在数量还是深度上均已超越一般人格特质与情绪

灵活性的相关研究, 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重点梳

理与回顾。 

2.1.1  人格特质 

人格是个体身上相对稳定且具有重要意义的

心理特征的总和, 而情绪作为个体心理活动的关

键要素, 是人格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

一内在关联也推动着心理学领域进一步深入剖析

人格特质对个体情绪灵活性的潜在影响机制。目

前对于人格特质如何影响情绪灵活性的研究主要

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对于一般人群来讲, 人

格差异如何影响情绪灵活性？二是对于特殊人群

而言, 人格特质如何影响情绪灵活性？ 

基于大五人格理论 (the Five Factor Model; 

McCrae & John, 1992), 一项探索人格与幸福感关

系的研究发现外向性和责任性是预测情绪灵活性

最稳健的人格因素(Kobylińska et al., 2022), 当个

体具备更高的外向性、尽责性以及更低的神经质, 

则倾向于更多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和更少的抑制

策略来应对刺激 , 进而调整情绪以适应环境变

化。针对企业领导者人格特质的一项实证研究表

明领导者的过度责任性和神经质可能导致其认知

和情绪僵化, 难以灵活调整自身的情绪状态, 这

会催化压力带来的不良后果, 领导者缺乏情绪灵

活性会进而阻碍企业的战略灵活性(Aabo et al., 

2024; Hagenauer & Zipko, 2024)。可见, 神经质负

向预测情绪灵活性已成为研究共识, 然而尽责性

与情绪灵活性的关系并非线性, 目前的研究争议

源于未厘清尽责性的子维度分化效应与情境调节

作用。首先, 尽责性中的“条理性”和“责任感”子维

度, 可通过提前规划情绪调节策略、有序分配心

理资源, 帮助个体更高效地应对情绪变化, 从而

正向预测情绪灵活性; 而当尽责性过高时, “完美

主义”或“固执性”子维度会被激活, 导致个体过度

执着于情绪调节的最优结果, 难以接受情绪波动, 

甚至因策略僵化(如仅用压抑应对负性情绪)而降

低灵活性。其次, 情境类型也可能成为调节变量, 

例如对企业领导者的研究结果可能受组织行为情

境的影响, 这些都是导致目前研究结果产生矛盾

的原因。 

开放性作为大五人格模型中的一类人格特质, 

核心是对新鲜事物的接纳与探索倾向。针对音乐

家群体的研究表明开放性对情绪灵活性具有积极

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音乐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创

造性活动, 需要幻想、美感和认知参与, 而开放性

特质帮助音乐家更好地探索音乐世界, 并进行情

感表达与沟通, 因此表现为较强的情绪灵活性水

平(Gjermunds et al., 2020)。可见开放性人格特质

对情绪灵活性的影响路径中也包含了个体对现实

事物的认知风格, 例如音乐家对工作对象的认知

风格。未来还需要对其他职业人群特定认知风格

如何影响情绪灵活性进行研究, 并探究不同人格

特质个体对一般性事物的认知风格如何影响其情

绪灵活性。宜人性的核心是人际互动中的亲和与

利他倾向, 目前尚缺乏研究直接探讨宜人性与情

绪灵活性之间的关系。然而, 有研究表明宜人性

特质可以正向预测心理韧性并负向预测抑郁症状

(de Jonge et al., 2014), 基于宜人性的本质, 具有

利他精神, 能共情他人感受, 在人际中易与人融

洽相处这些特质可以推断宜人性可能与高情绪感

受能力和适应能力相关, 未来需要实证研究讨论

其与情绪灵活性的关系。 

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在大五人格理论框架之

外探讨了人格特质与情绪灵活性的关系。调节焦

点理论(Higgins et al., 1997)提出个体在目标追求

过程中有不同的自我调节倾向 , 其中促进焦点

(Promotion Focus)关注“理想自我”, 致力于追求

成长、进步和成就; 预防焦点(Prevention Focus)

关注“应该自我”, 致力于规避损失、风险和错误。

基于调节焦点理论, 有研究表明不同的调节焦点

影响个体根据压力情境调整应对策略的能力以及

压力评估。促进焦点能够积极应用多种策略提高

个体的情绪灵活性; 而预防焦点倾向于将压力评

估为潜在威胁和挑战 , 因此更易产生情绪耗竭 , 

降低情绪灵活性(Delegach & Katz-Navo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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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研究表明调节焦点差异对情绪灵活性的

影响已经得到初步探索, 但目前还缺乏对这一影

响机制的讨论, 调节焦点对情绪灵活性的影响是

否源于对压力事件的不同认知和应对风格, 或者

有其他边界条件影响这一作用过程, 未来需要更

多实证证据的支撑。综上, 人格特质影响情绪灵

活性的机制如图 1 所示。 

2.1.2  心理资本 

心理资本理论作为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理论成

果, 认为个体的积极心理发展状态, 包含了自我效

能感、乐观、希望感和心理韧性等(Luthans et al., 

2004)。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的个体, 能够通过调动

丰富的应对资源, 有效调节自身情绪反应(庞亚玲 

等, 2021), 并且以往研究指出心理资本是情绪灵

活性的重要前因变量(Na et al., 2022)。 

众多实证研究表明心理韧性是情绪灵活性的

重要预测因素。有实验探究了不同韧性强度个体

在观看情绪图片时的自我报告情绪、面部肌肉活

动和惊吓反射 ,  结果表明 ,  与低韧性的人相比 , 

高韧性的人能够更灵活地将他们的情绪反应与频

繁变化的情绪刺激相匹配。因此, 高特质韧性的

人比低韧性的人更能根据情绪环境是否发生变化

来切换或维持他们的情绪反应及生理反应, 以满

足频繁变化的环境需求(Waugh et al., 2011)。Grol

和 De Raedt (2018)的实验研究也证实了更高的韧

性水平, 特别是对自我和生活的接受程度能够促

进情感信息背景下的任务集转换。可见上述研究

一致认为心理韧性有利于刺激与情境转换中的情

绪相关信息加工, 这是心理韧性能够积极预测情

绪灵活性的重要机制。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韧性

能够通过更高水平的控制自身情绪灵活性进而维

持幸福感(İme & Ümmet, 2022; Waugh & Sali, 

2023), 另外还能预测其学校适应性及参与程度

(Çetinkaya & Haskan Avcı, 2025)。在遭受网络欺凌

和心理虐待的青少年中, 高心理韧性往往能帮助

他们调节自身情绪, 采取更多的策略来缓冲遭受

的伤害(del Mar Molero Jurado et al., 2025; Uslu & 

İme, 2025)。类似的结论在父母移民的留守儿童群

体中也得到了证实, 一项针对中国江苏 516 名留

守儿童展开的追踪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韧性能正

向预测其情绪灵活性, 有助于缓解他们的孤独感, 

保护他们的心理健康(Xu et al., 2024)。可见对于青

少年群体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对一致的结论, 即心

理韧性有助于调动个体灵活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

能力, 进而提升情绪灵活性。对于特殊人群的研

究表明, 获得性脑损伤患者在康复期间提高心理

韧性与自我效能感可以提高他们康复目标的坚韧

性与灵活性, 降低情绪困扰并提高生活质量(Brands 
 

 
 

图 1  人格特质影响情绪灵活性的机制 
注：图中黑色箭头向上代表正向变化, 黑色箭头向下代表负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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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5)。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个体可以在

治疗或家庭环境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来提高自

身的心理韧性, 进而改善情绪调节能力, 减少创

伤后应激障碍的痛苦(Spikol et al., 2024)。可见, 

从心理治疗的角度, 也可以表明心理韧性与情绪

调节之间存在可改善的关联或治疗路径, 对不同

人群和情境下的研究均表明心理韧性能够正向影

响情绪灵活性。首先, 其影响机制在于心理韧性

促进个体将情绪刺激与自身反应相匹配, 表现在

面部肌肉活动等外在反应的匹配和自我报告的心

理过程等内部反应的匹配, 反映了心理韧性有助

于情绪相关刺激信息加工。其次, 心理韧性能增

强个体坚持目标的坚韧性、转换目标的灵活性以

及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策略选择与调节的高效性, 

从而促进个体的情绪灵活性。 

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灵活性的相关研究已经取

得了初步成果。对于临近毕业的大学生, 可以通

过自我效能感预测其情绪灵活性, 进而调节在大

学到工作过渡阶段遇到的压力风险(Schéle et al., 

2021)。一项针对大学教师群体展开的研究也表明

自我效能感与情绪智力存在正相关, 自我效能感

水平高的个体更灵活地使用情绪调节策略, 拥有

较 高 水 平 的 情 绪 灵 活 性 (Sarkhosh & Rezaee, 

2014)。除却量表法, 还有研究采用了生态瞬时评

估方法对参与数字自我效能训练的大学生进行情

绪灵活性评估, 结果表明数字自我效能训练能够

显著降低大学生的焦虑与压力, 增强其情绪灵活

性和心理健康水平(Rohde et al., 2023)。目前, 情

绪灵活性的提高已被发现在临床环境中对治疗抑

郁症、焦虑症和慢性疼痛等非常有效, 而有研究

通过对照实验发现, 对自我效能感的训练能够帮

助个体提高情绪灵活性, 进而减轻焦虑和抑郁症

状(Brassey et al., 2020)。由上述研究可见, 自我效

能感通过影响个体的压力感知, 不仅影响个体心

理健康水平, 并且调节策略的使用, 最终实现对

情绪灵活性的影响, 可见自我效能感对情绪灵活

性的影响可能通过一系列中间变量实现, 然而这

一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或调节效应尚未得到直接探

讨, 未来需要对这一影响的机制进行探索。 

目前希望感及乐观也被证实能够影响情绪灵

活性。希望主要涉及认知活动, 这需要个体寻找

新的想法, 因此会伴随着创造力, 希望感与乐观

有助于个体灵活地觉察并调节自身情绪, 因此对

情绪灵活性产生作用(Bar-Tal, 2001; Jarymowicz 

& Bar-Tal, 2006)。可见, 存在创造性思维等中间

变量作为桥梁使得希望感对情绪灵活性产生作

用。另外, 希望感与乐观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情

绪灵活性, 并且这一影响受到年龄和性别的调节, 

具体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加, 这一正向作用越会

受到削弱; 年轻男性和中年女性群体中这两个变

量之间的正向关系最强, 在老年人中不显著(Ang 

& Tsai, 2026)。年龄与性别因素对希望感和情绪灵

活性关系的调节反映了二者关系与个体发展阶段

和个体差异紧密相关, 然而该相关性的来源尚未

得到探讨——源于生理性、心理性还是社会性因

素？受到影响的权重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未来

研究深入探讨。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希望感与

乐观对情绪灵活性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 这也符

合心理资本的特质, 即其动态发展性。基于希望

感和乐观具有可塑性的前提, 部分研究采用音乐

训练、舞蹈训练等方式, 通过特定的象征性干预

引导个体提升希望感和乐观水平, 从而促进认知

灵 活 性 与 情 绪 灵 活 性 的 心 理 过 程 (Hinton & 

Kirmayer, 2017; Bertrando & Arcelloni, 2014)。这

些干预研究为制定促进个体希望感和幸福感的干

预措施提供了实证支撑。综上, 心理资本影响情

绪灵活性的机制如图 2 所示。 

2.2  前端环境因素 

家庭和社会是个体发展的两大核心环境, 二

者相互交织、缺一不可——家庭奠定个体的人格

与能力基础 ; 社会推动个体的社会化与价值实

现。二者共同塑造个体的认知、行为、品格与人

生轨迹(刘亚鹏 等, 2025)。情绪灵活性作为影响

个体毕生发展的一项基本能力, 受到家庭与社会

因素的共同影响。 

2.2.1  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对个体情绪灵活性的发展具有深远

影响, 主要包括父母教养方式、家庭韧性等因素。 

有研究表明权威型的父母教养方式与个体情

绪智力、情绪灵活性及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正向

相关, 民主、温暖和反应灵敏的育儿方式可以正

向培养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 塑造年轻人的情商

和幸福感(Wu et al., 2021)。对学龄前儿童的研究

也表明, 母亲的低焦虑教养方式可以预测儿童在

情绪面孔识别任务中的表现(Mărcuș et al., 2020)。针

对抑郁症家系中高风险青少年的家庭情感功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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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心理资本影响情绪灵活性的机制 
注：图中黑色箭头向上代表正向变化, 黑色箭头向下代表负向变化 

 

究发现, 青少年与母亲在正性与负性情境中的互

动能够预测其情绪灵活性：与母亲沟通时处于相

互积极参与状态的时间越长, 青少年的情绪灵活

性水平就越高(McMakin et al., 2011)。对自闭症

谱系障碍儿童家庭的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结论(Guo 

et al., 2017)。综合上述研究结果, 权威型教养方式

对个体情绪灵活性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 这一作

用与养育者的情绪以及养育者与青少年的情绪性

互动紧密相关, 这一点反映出了父母教养方式影

响孩子情绪灵活性的核心机制。 

家庭韧性与情绪灵活性及焦虑症状之间的关

系也已经得到相关研究证实。一项针对 2144 对中

国父母−青少年配对(亲子对)的追踪研究发现：在

个体层面上, 感知到的家庭韧性与焦虑症状呈直

接负相关, 并通过情绪灵活性的中介作用产生间

接负相关; 在二元层面上, 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

韧性可通过自身或父母的情绪灵活性与父母的焦

虑症状显著相关; 父母感知到的家庭韧性可通过

父母的情绪灵活性与青少年的焦虑症状呈负相关; 

此外, 父母的情绪灵活性也中介了青少年感知到

的家庭韧性与焦虑症状之间的关联 (Ao et al., 

2025)。可见, 父母以及孩子对家庭韧性的感知同

时会影响自身以及对方的情绪灵活性, 这一结论

可以通过 Bowen (1978)的家庭系统理论进行解释, 

即家庭是一个具备反馈循环机制的紧密关联系统, 

其内部成员通过持续性的互动形成互为影响的动

态关系, 这种循环互动模式不仅维系着系统的稳

定运行, 也决定了整个家庭的功能状态与发展走

向。另有研究表明家庭韧性的功能在于使用社会

资源、灵活性、经济资源和开放式沟通帮助个体

增长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 , 降低抑郁(Heuser et 

al., 2024), 类似的结论在对军人家庭的研究中同

样得到证实(Quichocho & Lucier-Greer, 2024)。进

一步地, 有研究表明在家庭环境不足(家庭物质环

境和家庭心理社会环境)的情况下, 儿童认知灵活

性与情绪灵活性水平显著降低(He & Yin, 2016)。

可见, 家庭韧性对个体情绪灵活性的影响还可以

通过整合及利用社会、物质等资源来实现, 这些

发现有助于理解逆境下家庭韧性和亲子关系中心

理规律的复杂动态, 并证实了家庭韧性与情绪灵

活性之间的关系。综上, 家庭因素影响情绪灵活

性的机制如图 3 所示。 

2.2.2  社会因素 

从社会环境视角出发, 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情

绪与氛围等因素都可能影响个体情绪灵活性的

发展。 

目前探讨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个体情绪灵活

性的研究较少, 主要集中在社区心理学、职业心

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领域。一项针对印度和美国

360 名成年社区样本(通过亚马逊 Mechanical Turk

平台进行在线问卷调查)的研究发现：情绪灵活性

与特质焦虑呈负相关, 该关联受集体主义价值观

的调节; 相比表达灵活性, 情绪调节对特质焦虑

的预测作用更强; 此外, 文化价值观对情绪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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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家庭因素影响情绪灵活性的机制 
注：图中黑色箭头向上代表正向变化, 黑色箭头向下代表负向变化 

 

策略及与表达灵活性相关的负面后果均有显著影

响(Megan & Alexander, 2020)。由此可见, 特定文

化价值观会塑造个体的情绪调节方式。例如, 集

体主义价值观强调集体重于个人, 关注群体利益

甚于个体心理感受; 而个人主义价值观则倾向于

使个体更关注自身的情绪健康。 

针对护士群体展开的研究表明在工作情境中

的员工道德压力会影响护士的情绪调节, 在道德

过于严苛的情况下, 道德伤害会让护士感受到更

多的压力 , 对情绪灵活性产生纵向的负面影响

(Rodríguez-Fernández et al., 2024; Ulusoy & Çelik 

et al., 2022)。该研究揭示了个体压力感知受到情

境因素作用, 例如护士的压力感知受到工作情境

的道德氛围影响, 进而影响其情绪调节水平。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 群体的跨文化交流不

断增加。个体在文化冲击中需要在原有文化身份

认同及新文化适应中不断调整自身的认知和情绪, 

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促使个体对情绪策略的使用, 

进而促进个体的情绪灵活性发展(Chen et al., 2024; 

Van der Zee., & Van Oudenhoven, 2013)。另外对遭 
 

受过欺凌和暴力的青少年及妇女群体的研究表明, 

暴力经历会导致情境焦虑以及社会情绪的极端增

加, 个体的情绪灵活性水平随之显著降低(Bilgic 

et al., 2021; Pashina, 2002)。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来

看, 文化价值观与社会情绪与氛围均通过影响个

体的压力感知和心理健康水平影响个体的情绪调

节, 进而塑造个人的情绪灵活性。综上, 社会因素

影响情绪灵活性的机制如图 4 所示。 

3  情绪灵活性加工过程中的影响因子 

3.1  认知成分 

情绪灵活性是个体重要的社会认知能力, 基

于其理论内核, 情绪灵活性的本质是个体对情绪

信息的开放性加工和情境化适配(Beshai et al., 

2018), 其认知过程需要以对自身情绪的深度体验

与觉察为前提, 否则将陷入僵化状态, 这是情绪

灵活性形成的认知起点(Ochsner & Gross, 2005); 

而情境加工能力是情绪灵活性的适应性特征的核

心体现, 要求个体能快速解析情境线索, 如情境

的社会规则、目标指向、人际互动特征, 并根据 

 
 

图 4  社会因素影响情绪灵活性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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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需求调整情绪加工模式(Chen et al., 2024); 

认知共情则为情绪灵活性提供了人际维度的认知

支撑, 使其从个体内部的情绪加工延伸至人际互

动中的情绪适配, 个体通过对他人情绪的精准理

解与视角采择, 能更灵活地协调自身情绪与人际

情境的匹配性, 这一成分也被近年研究证实是情

绪灵活性与社会适应关联的重要认知中介(Decety 

& Jackson, 2004)。因此综上, 对情绪体验的表征、

情境加工、认知移情这些步骤分别对应情绪灵活

性“个体内觉察−情境化解析−人际间适配”的完整

认知过程, 共同构成情绪灵活性的核心认知体系。 

采用经典情绪转换任务的实验研究发现, 当

呈现成对的图片刺激(情境与面孔图片)中的情境

图片时, 可以检测到前脑岛神经活动的增加。而

前脑岛在处理内感受信息方面的作用是表征情绪

体验的关键 (Craig, 2009), 且岛叶激活与自我报

告的唤醒相关(Knutson & Greer, 2008)。另外, 情

境图片呈现的同时可以检测到右额下回和眶额外侧

区域的激活增加。根据一项荟萃分析(Adolfi et al., 

2017), 这两个区域以及岛叶在时间结构上的重叠

可以在情绪体验的表征过程中观测到。上述神经

生理证据证实了表征情绪体验在情绪灵活性加工

中的重要作用, 但目前缺乏实验研究将情绪体验

表征的过程进行控制, 研究其对情绪灵活性加工

的影响程度。因此, 目前研究更多的是证明了对

情绪体验的表征是情绪灵活性中不可或缺的步骤, 

还未能明晰其重要性权重, 未来可以设计实验直

接探讨二者的因果关系。在情绪转换实验中, 当

被试观看情境图片时, 颞中回的激活增强, 该脑

区负责语言理解、语义记忆和视觉运动处理等高

级功能(Li et al., 2025), 可见情境信息加工也是情

绪灵活性加工的重要认知成分。未来可以对面孔

信息和情境信息认知加工对情绪灵活性的作用程

度进行研究, 厘清其作为情绪灵活性成分之外的

因果关系。 

从心理理论视角出发, 个体拥有理解、归因

自身与他人心理状态, 进而预测行为的能力, 其

中情绪成分更是心理理论所涉心理状态的关键要

点 (Wellman & Liu, 2004; Wellman & Woolley, 

1990)。已有研究表明, 情绪刺激的前后情境呈现

可以激活心理化和移情反应, 在大脑神经活动上

表现为颞中回激活延伸至颞顶联合区。多项研究

表明, 颞顶联合区是与社会认知相关的核心区域

之一(Molenberghs et al., 2016; Schurz et al., 2014), 

也就是是心理化的核心区域之一 (Frith & Frith, 

2003; Premack & Woodruff, 1978)。同时, 在一系

列移情研究中, 颞顶联合区与楔前叶的神经活动

也被激活 (Bzdok et al., 2012; Takahashi et al., 

2015)。因此, 在情绪灵活性实验中, 颞顶联合区

的激活能够从神经生理角度说明该情绪灵活性与

推断他人的情感状态, 即认知移情有关。 

综上, 目前研究能够从情绪灵活性的理论内

核与实证研究结果两个角度初步证实情绪表征、

情境加工、认知移情这些认知过程是情绪灵活性

的重要认知加工成分, 但尚缺乏实验证据直接探

究这些成分与情绪灵活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影

响程度等。基于此, 上述因素对情绪灵活性的影

响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见图 5), 可以为未来实验

设计提供方向。 

3.2  情境特征 

目前, 已有实证研究证明了情绪灵活性水平

在准备阶段、刺激加工阶段和反应阶段受到不同

情境特征的影响。 

研究表明情绪灵活性存在准备效应, 即被试

对首刺激做出反应到后刺激呈现之间的时间间隔, 

这一准备时间会影响情绪转换任务的转换代价 , 

在较长的准备时间下, 个体的转换代价更小(Wang 

et al., 2025)。这一结果与认知灵活性的研究一致, 

即增加线索刺激间隔(Cue-Stimulus Interval, CSI) 

和反应线索间隔(Response-Cue Interval, RCI) 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转换代价, 这就是准备效应

(Arrington & Logan, 2004; Graham & Lavric, 2021)。

脑电研究揭示了这一效应的潜在机制, 当准备时

间较短时, 个体平均到单位时间内的认知负荷可

能更高, 即转换代价更大, 因此诱发的 N2 成分振

幅也更负。之前的研究表明, N2 成分与情绪处理

有关, 反映了运动诱导刺激所需的额外感知处理

(Weinberg & Hajcak, 2010)。此外, N2b 成分的共同

作用与反应抑制有关, N2pc 是与选择性注意力处

理密切相关的 ERP 成分, 反映了任务相关刺激的

选择处理(Mazza et al., 2009)。可见, 情绪灵活性

的准备效应可能与个体在处理情绪信息时的反应

抑制和选择性注意相关。同时, 准备时间增长时

诱发的 LPP 振幅明显高于准备时间较短时诱发的

振幅。先前的研究表明, LPP 成分是与情绪调节密

切相关的重要因素, LPP 成分通常是在刺激开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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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认知成分影响情绪灵活性的机制 
 

300~400 毫秒在中央顶叶区域观察到的正波, 是

测量情绪刺激的可靠神经指标, 与情绪刺激的主

观效价或强度有关, 也反映对情绪的选择性注意

(Hajcak et al., 2010)。因此, 这一结果也可以解释

为 LPP 效应可能反映了对情绪刺激的选择性和持

续关注以及动机系统的激活。 

情境线索的呈现顺序也会影响个体的情绪灵

活性。研究表明比起情境线索−局部刺激的呈现顺

序, 局部刺激−情境线索的刺激顺序诱发了 N2 成

分更大的波幅 , 这可能是由于局部刺激−情境线

索的刺激顺序给被试带来了更多的认知负荷, 被

试在观看局部个体图片时, 只需要也只能够注意

到面孔表情这一信息要素, 也不存在不同要素间

注意分配偏好的问题。而在观看整体情境图片时, 

被试却可能注意到场所、事件、物体和人物关系

等诸多情境信息要素, 被试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

资源 , 因此被试付出的转换代价随之增大(Wang 

et al., 2025; Schupp et al., 2004; Weinberg & 

Hajcak, 2010)。 

在反应阶段, 反应方式为分离还是重合, 反

应方式的透明度也是影响个体情绪灵活性的重要

因素。部分研究者提出, 重合反应会导致个体在

执行选择阶段出现抑制现象。这是由于在重叠反

应任务中 , 单个按键可能承载多重冲突性语义 , 

个体在进行反应选择时必须抑制与当前任务目标

无关的语义信息, 从而增加了反应的复杂性和难

度。因此, 重合反应通常比分离反应产生更大的

转换代价(蒋浩, 2014; Wang et al., 2025)。另外, 反

应方式的透明度变地更高, 带来的情绪灵活性转

换代价越小 , 这一实验结果与“刺激—反应相容

性原则”相符合。进一步可以解释为, 具有较低透

明度的反应方式, 可能需要个体不断地在工作记

忆中维持反应选项的表征, 进而给个体带来更多

的认知负荷和心理压力, 形成了更多的转换代价; 

而具有较高透明度的反应方式则与之不同, 因为符

合“刺激—反应相容性原则”, 从而无需不断的在工

作记忆中予以维持(蒋浩, 2014; Wang et al., 2025)。 

综上可见, 个体的情绪灵活性加工深受情境

特征的影响。首先, 情境刺激与情绪目标刺激之

间的时间间隔会导致准备效应的产生, 行为实验

和脑电实验共同支持了这一结论, N2 和 LPP 成分

的波幅反映了准备效应的神经机制在于情绪信息

处理的反应抑制和选择性注意效率提升, 导致个

体付出更小的转换代价。其次, 情境线索的呈现

先后会对情绪灵活性水平产生影响。先呈现情境

线索, 后呈现局部刺激的呈现顺序更有利于个体

情绪灵活性水平的提高, 而先呈现局部刺激, 后

呈现情境线索的顺序会让个体付出更多的认知资

源 , 在行为实验上表现为付出更大的转换代价 , 

在脑电实验上表现为 N2 波幅的增大。另外, 情境

中所要求的反应方式即分离 /重合和透明度特征

会影响个体的情绪灵活性。重合反应比起分离反

应, 情绪灵活性水平更低, 该研究结果与认知灵

活性研究的结论一致, 反映出人类的情绪和认知

转换能力可能存在共同机制; 情境中反应方式透

明度越低则情绪灵活性水平越低, 该研究结果启

示未来在研究中可以控制更加贴近实际生活的反

应方式透明度, 例如在汽车或飞机等交通工具驾

驶舱内, 如何设置操控透明度, 提升交通安全。情

境特征对情绪灵活性的影响机制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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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情境特征影响情绪灵活性的机制 
 

3.3  刺激特征 

研究表明刺激的情绪效价以及刺激−情境情

绪效价匹配程度都会影响情绪灵活性水平。在整

体消极的环境中看到一个正面的表情, 例如, 在

欺凌环境中微笑的女孩, 会触发个体加工误差信

息的过程。这种变化, 即从积极效价到消极效价

的转变, 可能需要重新进行情绪的心理表征。该

过程在神经基础上表现为眶额叶、补充运动区

(Kohn et al., 2014)和内侧前额叶(Ochsner et al., 

2002)的激活。可见, 当刺激−情境情绪效价不匹配

时, 会导致个体对误差信息的额外加工, 从而增

加情绪灵活性加工的认知负担。另外, 研究表明, 

当情绪刺激的效价从积极转变为消极, 可能伴随着

调节负面情绪的背内侧前额叶等脑区的激活

(Kohnet al., 2014; Ochsner et al., 2012; Urry et al., 

2009)。同时, 情绪效价的转变过程可能检测到杏

仁核的轻度激活 , 这通常与消极 /恐惧的情绪体

验、面孔(Davis & Whalen, 2001)、情绪事件和个

人情感重要性(Balleine & Killcross, 2006)或动机

相关性(Cunningham et al., 2008)有关。另外, 颞中

回和梭状回激活的增加表明, 这种转变也与情绪

处理的增加有关(Kensinger & Schacter, 2006), 而

楔前叶的激活也支持了情感和认知处理的增加

(Bzdok et al., 2012)。 

为了直接验证刺激−情境情绪效价匹配程度

对情绪灵活性的影响, 有研究采用经典情绪转换

任务, 将阳性刺激置于阳性环境中, 或将阴性刺

激置于阴性环境中, 即保持刺激的情绪效价与情

境效价保持和谐统一, 发现个体付出的转换代价

小于刺激−情境情绪效价不匹配时需要付出的转

换代价(Biró et al., 2022)。 

上述行为实验和神经机制研究均表明刺激的

情绪效价尤其是负性情绪效价会增加情绪灵活性

加工过程中的负面情绪自动调节机制, 增加情绪

灵活性的认知负担。另外, 当情境与刺激的情绪

效价不匹配时, 个体需要启动误差信息处理等加

工过程, 增加情绪灵活性的认知负荷。相应影响

机制如图 7 所示。 
 

 
 

图 7  刺激特征影响情绪灵活性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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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情绪灵活性影响因子间的相互作用 

4.1  前端因素与加工过程中因素的相互作用 

基于 Bowen (1978)的家庭系统理论, 家庭因

素是影响个人毕生发展最紧密相关的因素, 因此

家庭因子塑造了个体的人格等特质。因此, 本研

究以人格与认知因素的相互作用为切入点, 结合

特殊人群研究数据, 明确二者交互影响情绪灵活

性的内在逻辑 , 即特殊人群的极端特质的表现 , 

能更清晰地凸显人格与认知的双向联动效应, 进

而揭示其对情绪灵活性的调控路径。 

研究者发现帕金森患者的低开放性和高避免

伤害的人格特征能加深道德认知僵化, 这种道德

认知僵化又增加了内向性, 使得认知缺陷与人格

特征的相互影响形成循环, 并与额纹状体系统功

能障碍相关, 因而奠定了恶性循环的神经生理基

础 , 进而影响他们的情绪灵活性 (Koerts et al., 

2013; Volpato et al., 2009)。可见, 人格作为前端因

素, 可直接调控认知加工模式, 而认知加工的异

常又会反作用于人格, 二者的动态交互共同影响

情绪灵活性。为进一步明确人格与认知交互的普

遍性, 结合大五人格理论来看, 开放性与外向性

同属于大五人格理论的两个核心维度, 开放性的

核心内涵是个体对新观念、新体验的接纳与探索

意愿; 外向性的核心内涵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互

动方式及能量来源。开放性与外向性边界清晰 , 

前者指向认知态度与经验探索, 后者指向能量来

源与人际倾向(郑旺 等, 2023)。可见, 人格特征与

认知风格存在必然的相关, 其相互作用成为影响

情绪灵活性的重要因素。自闭症人群的研究进一

步佐证了这一结论：自闭症个体的同理心与特质

情商(前端人格相关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导致其

社会认知加工出现异常, 即无法准确理解他人心理

状态、难以合理认知正常人际关系, 进而形成认知

僵化, 而认知僵化又会限制个体情绪调节的灵活性, 

最终表现为情绪灵活性缺乏(Gökçen et al., 2014)。 

综上, 情绪灵活性的前端因素与加工过程中

因素存在双向交互作用, 二者通过人格塑造认知

倾向、认知反作用于人格的循环模式, 共同调控

情绪灵活性水平, 特殊人群的研究可明确佐证这

一交互机制的稳定性。 

4.2  个体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 

基于人类发展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 Evans, 2000), 影响情绪灵活性的前端因子被划

分为个人因子与环境因子两类, 这两类因子互相

作用对情绪灵活性产生影响。以跨文化情境为例, 

全球化浪潮下的文化冲击, 成为环境因子中影响

情绪灵活性的重要变量, 而个体因子则决定了个

体应对文化冲击、适应跨文化环境的能力, 二者

的交互形成明确的作用路径 (Ward & Kennedy, 

1992)。对国际学生和跨国工作者展开的研究认为

社会主动性、文化同理心、开放性等人格特质会

影响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情绪灵活性(de Waal 

& Born, 2020; Peltokorpi, 2008; Yakunina et al., 

2012), 而相应的影响机制反映在两条路径上。首

先, 这些人格特质与多语言水平之间存在正向相

关(Dewaele & Botes, 2020), 能够帮助个体在跨文

化情境中缩短文化距离、增加文化紧密性, 从文

化适应性层面为实现情绪调节提供文化技能和工

具上的有力支撑; 另外, 这些人格特质能够增强

目标导向的持久性、压力耐受性、任务启动和工

作记忆(Alavi et al., 2019; Han et al., 2022), 从心

理适应性层面为实现情绪调节提供内部驱动和认

知调控上的有效支持。根据 Ward 的文化适应理论, 

文化适应本身就包括了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

两个层面(Ward & Kennedy, 1992), 而上述人格特

质影响情绪灵活性的两条作用路径恰与文化适应

的两个层面相拟合。因此, 这两条路径不仅揭示

了跨文化情境下, 特定人格如何影响情绪灵活性

的机制, 也为该情境下个体如何调节自身情绪以

达到良好适应提供了理论上的启示。 

为验证这一交互机制的普遍性, 以工作情境

为例, 工作环境作为重要的环境因子, 其复杂性、

压力水平等特征, 会与个体心理韧性产生动态交

互。具体而言, 心理韧性的提升能帮助个体更高

效地评估、接纳工作环境中的现实情况, 即环境

感知, 进而激发其职业适应性、职业乐观主义, 以

及对就业市场的感知知识水平; 而这些积极心理

状态的形成, 又能帮助个体在工作压力、职业变

动等环境刺激下, 灵活调控情绪, 即显著提升工

作情境中的情绪灵活性水平(Kirikkanat, 2023)。 

可见, 无论是在跨文化情境这样的宏大文化

性视角下, 还是工作情境这样的微观特质性视角

下, 个体的人格和心理资本等因素都会和环境因

素产生相互塑造、动态适配的交互关系, 即个体

因素决定其对环境的感知与应对能力, 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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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通过强化或修正个体因素, 形成具体的交互路

径, 共同调控个体的情绪灵活性水平, 这一交互

机制具有情境普遍性。 

4.3  情绪灵活性的影响机制整合模型构建 

人类从幼儿时期开始就需要在充满情感刺激

的环境中导航, 因此情绪灵活性是贯穿人类发展

始终的基本能力(Genet & Siemer, 2011)。基于此, 

情绪灵活性受到广阔时空尺度下诸多因素的综合

影响。回顾以往研究, 且基于人类发展生态系统

理论(Bronfenbrenner & Evans, 2000), 个体因素和

环境因素相互作用, 成为情绪灵活性的重要前端

因子：家庭与社会作为环境因素塑造着个体的人

格与心理资本, 人格与心理资本又帮助个体认识

和理解复杂情境, 个体在情境中努力适应环境要

求, 并进一步积累心理资本。在这种循环式的交

互作用下, 个体的情绪灵活性得到发展。 

在情绪灵活性的实验研究中, 个体的认知、

情境与情绪刺激特征作为加工过程中的因素, 共

同作用于情绪灵活性的加工。认知过程中的情绪

表征、情境及面孔信息加工、认知移情成为情绪

灵活性的基本成分。在此基础上, 当刺激的情绪

效价转变, 或刺激与情境的情绪效价产生冲突时, 

额外的误差信息处理等加工过程将会启动, 增加

情绪灵活性的认知负荷。另外, 情境刺激与情绪

目标刺激之间的时间间隔会导致准备效应的产生, 

情境线索的呈现顺序以及情境中的反应方式类型

都会影响个体的情绪灵活性水平。 
 

综合以往研究,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情绪灵活

性的影响机制整合模型(图 8), 用以揭示前端因子

与加工过程中影响因子对情绪灵活性的联合作用

机制。 

5  不足与展望 

虽然目前情绪灵活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已经取

得了丰硕成果, 但仍存在进一步探索空间, 因此

提出以下研究展望。 

首先, 个体因素对情绪灵活性的影响机制存

在研究匮乏和争议较多的问题(见图 1 和图 2 红色

部分标注)。例如, 人格特质中尽责性与情绪灵活

性关系的争议(Aabo et al., 2024; Hagenauer & 

Zipko, 2024), 核心在于未明确尽责性的子维度分

化效应与情境调节作用：争议的关键并非尽责性

本身是否影响情绪灵活性, 而是不同子维度在不

同情境下的作用方向截然相反——“条理性” “责

任感” 通过优化情绪调节策略、合理分配心理资

源, 能正向提升情绪灵活性; 而尽责性过高时被

激活的“完美主义” “固执性”, 会因个体执着于情

绪调节的最优结果、难以容忍情绪波动, 且依赖

僵化策略(如单纯压抑负性情绪), 反而对情绪灵

活性产生负向影响。未来研究可以针对上述研究

争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另外, 目前尚缺乏研究

直接探讨人格特质中宜人性与情绪灵活性之间的

关系。考虑到有研究表明宜人性特质可以正向预

测心理韧性并负向预测抑郁症状(Wardenaar et al., 

 
 

图 8  情绪灵活性的影响机制整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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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未来可以基于此假设展开探索, 弥补宜人

性与情绪灵活性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 

其次, 以往研究更多探讨了情绪灵活性加工

过程中的认知成分例如情绪表征、情境及面孔信

息加工、认知移情, 但尚缺乏实验证据直接探究

这些成分与情绪灵活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影响

程度等。另外, 情绪灵活性是一种高级的情感与

认知加工过程 , 需要探明更多认知成分的作用 , 

例如注意选择等。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认知成分对

情绪灵活性的影响机制模型, 虽然仅为一个推断

性的模型假说(见图 5), 但是可以作为未来进一步

设计实验的假设方向。 

同时 , 目前的研究着重于探讨各因素对情

绪灵活性的独立作用, 缺乏探讨各因素之间的相

互 作 用 , 然 而 基 于 人 类 发 展 生 态 系 统 理 论

(Bronfenbrenner & Evans, 2000), 各因素间的交互

作用才是揭示情绪灵活性影响机制的核心。无论

是从前端层面来看 , 环境与个人因素相互作用 ; 

从加工过程中因素来看, 认知成分、刺激特征和

情境特征相互作用; 从两个层面来看, 前端因素

与加工过程中因素相互作用, 这些不同维度各因

素之间的交互都可能为情绪灵活性的影响搭建路

径。因此, 未来应着重探讨各因素交互形成的影

响路径与机制, 本研究所构建的情绪灵活性影响

机制整合模型(见图  8)能够为未来实证研究提供

理论假设基础。 

最后, 基于情绪灵活性影响因素研究成果的

干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以往研究已经深入探

讨了前端因素和加工过程中因素对情绪灵活性的

作用机制, 从行为实验和神经生理测量的角度揭

示了个体情绪灵活性的发展机制, 然而如何将这

一机制应用于个体情绪灵活性的增强中尚缺乏实

证证据。从前端因素出发, 可以探索家庭−社会协

同的培养机制, 例如培养个体的心理资本和更为

完善的人格品质, 进而促进情绪灵活性发展; 从

加工过程中因素出发 , 可以从“刺激—反应相容

性原则”的角度探索提高个体适应特定情境的路

径, 例如在飞机驾驶舱中为飞行员设计能够提高

个体情绪灵活性的反应按键和装置, 以此提高飞

行安全。另外 , 从大脑可塑性的角度(Klingberg, 

2010)来看, 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与认知行为训

练结合的方式同样能够提高个体的各项认知能力

(王煊 等, 2024)。因此, tDCS 与认知行为训练结

合是否能够改善个体的情绪灵活性是未来值得探

究的问题 , 例如 , 针对情绪调节障碍的患者 , 对

其情绪表征、情境及面孔信息加工、认知移情等

认知能力进行神经调控技术干预和行为训练, 探

究这些干预和训练提高情绪灵活性的效果, 为心

理障碍与精神疾病治疗提供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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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ated model for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emotional flexibility 

WANG Xuan1, QIU Xiaodan1, YOU Xuqun2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 China) 

(2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Emotional flexibility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core capacity to dynamically adjust their emotional 

responses according to situational chang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mostly focused on the facilitative effects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ir underlying processing mechanisms, yet they have overlooked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ir interactive effects on emotional flexibility during both the 

pre-processing and on-processing stag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underlying emotional flex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antecedent 

factors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in - processing factors (cognitive components, 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imulus characteristics). The model reveal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serves as crucial antecedent drivers of emotional flexibility. Specifically, families and 

society, as environmental factors, shape an individual’s personality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turn, 

personality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assist individuals in perceiving and understanding complex situations. 

It is through such a cyclic interactive process that an individual’s emotional flexibility is fostered. 

Meanwhile, an individual’s cognitive factors, 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motional stimulus 

characteristics, as in - processing factors, jointly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flexibility. 

This study not only improve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emotional 

flexibility, 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s' emotional 

flexibility by families and society. 

Keywords: emotional flexibility, integrated model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s, antecedent factors, in- 

processing factors 


